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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东帝汶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下通过公投决定独立， 印尼军方和反东帝汶独立者组建的

东帝汶民兵随即通过大规模的焦土运动对东帝汶进行报复， 绝大部分国家社会基础设施被摧毁。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东帝汶宣布独立。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
实践类型、 价值取向与实施效果

佘永璇　 马早明　 卓泽林

　 　 摘　 要： 自东帝汶独立以来， 日本始终是其重要援助国。 结合日本的援助实践与东帝汶的

受援期待， 可将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实践归纳为提供服务型、 资源建设型与合作发展型。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呈现出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政治需要取向、 消减贫困的国际道义取向

与拓展外部发展空间的经济发展取向。 纵观长期的援助实践， 日本教育援助在促进东帝汶教

育恢复发展的同时， 存在着援助区域分布不均衡、 教育援助占比低、 援助优先事项错位、 援

助合力有限等问题。 未来， 如何进一步推进高质量教育合作， 实现双向共赢， 是两国政府需

进一步磋商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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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 日本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与重视教育密切相关。 历年重视教育的实践及其教育强国经验使

得日本在国际教育上拥有一定话语权。 日本作为国际上的对外援助大国， 教育援助自然成为其对外援助内

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帝汶①（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作为一个 ２１ 世纪初刚结束殖民历史的冲突后（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独立的国家， 其恢复与重建， 特别是社会基础设施与教育系统方面， 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日本作为曾经的宗主国， 在东帝汶宣布独立时随即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设立了日本驻东帝汶大使

馆（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此后逐步开展对东帝汶的援助。 东帝汶作为不发达国家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中受援国的代表， 对其接受的教育援助实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扩大对欠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实践类型

东帝汶自 ２００２ 年独立以来， 历经近 ２０ 年的实践， 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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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ＤＡ）下收获颇丰， 教育与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从日本的援助目标

效益与东帝汶的受援期待出发， 结合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具体实践， 可将其援助实践归纳为

提供服务型、 资源建设型与合作发展型。 这三种援助类型并非完全独立， 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交

叉关系。
（一）提供服务型： 援建教育基础设施， 提高受援国教育服务可获得性

２００３ 年， 东帝汶被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ＤＰ）评选为最不发达

国家①。 在经济脆弱、 资源匮乏与冲突后国家的背景下， 恢复与重建成为东帝汶独立之初的首要任务，
其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极大的需求。 同年 ５ 月， 日本在第六次东帝汶问题捐助者

会议（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Ｄｏｎｏ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上提出在未来 ３ 年向东帝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大约

６ ０００万美元的重建和发展援助资金［１］， 明确表明其对东帝汶进行援助的意愿。 鉴于独立之初东帝汶教

育活动的开展主要受到薄弱的教育基础设施制约的基本事实，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重心首先放在

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援助上， 体现了基础为先、 服务为本的服务性。 以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援助实

践也因此成为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基础性工作。 日本针对东帝汶教育恢复与重建的具体需求， 向

其提供针对性的援助实践， 旨在迅速并全面建设东帝汶教育基础设施， 满足教育发展硬件方面的基本

需求， 提高东帝汶当地教育服务的可获得性。
日本对东帝汶教育基础设施的援助内容较为多元， 虽然援助金额与具体数量难以估计， 但大致

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赠予教育教学用品和教学设备， 包括课桌椅、 黑板、 教室水箱， 以及协助

制定教材等， 补充开展教学所需的最基本的教学物资。 第二类是援建校舍， 改善综合学习环境。 充

裕的教育场地可增加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也为小班化教学提供了可能。 日本在东帝汶援建的校舍基

本覆盖了幼儿园、 小学、 中学与大学整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其中大部分援助项目为中小学校舍的整

改与重建。 据东帝汶援助透明度门户（Ａ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Ｐｏｒｔａｌ， ＡＴＰ）数据的不完全统计， 在日本对东帝

汶教育援助的 ３８ 个项目中， 中小学校舍整改或重建项目为 ２１ 个②， 占项目总数一半以上。 第三类是

建立职业教育或社会教育培训中心， 为非学校系统的公民教育提供支持， 提高社会教育服务质量。
例如 ２０１１ 年日本在马努法希（Ｍａｎｕｆａｈｉ）建立职业培训中心， 为青年能力建设提供场地支持； ２０１９ 年

在首都帝力（Ｄｉｌｉ）的马斯卡雷尼亚斯（Ｍａｓｃａｒｅｎｈａｓ）建设残疾人社会教育中心， 为残疾人提供配套的

教育课程等服务。
类似东帝汶这样的不发达国家， 由于受限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水平与应用程度， 学校、 培训中心

及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仍然是开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 有限的教学设备也成为制约学校教

育开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 在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中， 服务型援助的具体实践服务于广大受教育

群体， 主要侧重于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困难， 为教育的开展提供直接的、 可获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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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最不发达国家（Ｌ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ＤＣ）由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ＤＰ）
每三年评选一次， 入选者须同时满足三方面标准： 低收入标准（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人文资源匮乏标准（Ｈｕｍａｎ ａｓｓｅｔｓ
ｉｎｄｅｘ）和经济脆弱性标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３ 年东帝汶第一次被纳入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在

２０１８ 年评选结果中， 东帝汶仍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数据整理自东帝汶援助透明度门户， 参见： ＡＴ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９－１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ｇｏｖ． ｔｌ ／ ｐｏｒｔａｌ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二）资源建设型： 开展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 协助受援国推进人才能力建设

职业教育以其实用性强、 见效快的特点， 在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促进就业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提供效益直接可见的教育基础设施等“硬性”资源的同

时， 也注重可获得长远收益的、 “软性”的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 独立之初的东帝汶， 其国家结构

和制度尚未发展完善， 几乎所有部门都面临着人力资源问题， 人力资源建设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因

此， 日本对其教育援助的重点之一即是开展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培训，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推进人才

能力建设， 为促进就业创造条件。 日本对东帝汶的人力资源开发主要是通过技术合作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进行， 运用日本的知识、 经验和技术来开展职业教育援助。［２］

日本对东帝汶的职业教育援助面向的主要对象有国家政府官员、 高等院校教师与技术人员。 一是

国家层面， 主要是面向东帝汶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 如向社会事务部、 负责专业培训与就业政策的政

府工作人员提供培训课程。 二是学校层面， 主要是日本部分大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东帝汶大学院校的

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师资队伍进行培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三所大学的教授对东帝汶国立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ｏｒ Ｌｏｒｓａ􀆳ｅ， ＵＮＴＬ）工程学院提供的师资队伍建设项目， 该项目着眼于工程领

域教学人员技术技能的提升。［３］ 三是技术人员层面， 包括两种路径： 一是直接向技术人员开展技能培

训， 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 二是提供汽车维修、 自动检查等培训课程， 培养更多的技术技能人才，
从而促进就业。

此外，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还包括各种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培训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工

农业、 渔业、 社会健康与安全等领域， 培训对象涵盖了东帝汶政府官员、 当地警察、 社区人员、 农民

等， 目的在于通过指导或培训提高各行各业人力资源质量， 促进东帝汶产业多元化， 进而推动经济的

恢复与发展。 例如， 为了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与东帝汶合作开办培训班， 来自东帝汶渔业部

的政府官员学习日本管制渔业的相关经验； 为支持东帝汶警察提高社区警务能力，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ＪＩＣＡ）向东帝汶派遣短期的技术顾问， 对当地社区警察进行培训

等。［２］

（三）合作发展型： 共同构建合作发展计划， 促进受援国良性治理

合作发展型教育援助是指日本结合东帝汶国家政策规划的目标指向与教育发展需求， 双方构建了

面向未来、 服务于长远发展的合作机制。 ＪＩＣＡ 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协助东帝汶政府政策的规划与实践，
通过制定人才长期培训计划、 知识共同创造计划与前往东帝汶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支持东帝

汶的自助能力（ｓｅｌｆ－ｈｅｌｐ）建设， 完善国家制度建设， 促进国家的良性治理。
其一， 制定为国家决策服务的人才培训计划。 东帝汶政府的政策制定水平与政策执行能力低下是

掣肘东帝汶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因此， ＪＩＣＡ 在东帝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训计划， 包括

对政府官员的长期培训、 法律起草能力建设以及青年领袖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培训。 与此同时， 日本政

府也通过设立奖学金项目的方式鼓励东帝汶的政府官员到日本大学研修， 提高其政策的规划与制定能

力， 加强日本与东帝汶的伙伴关系。 例如实施人力资源发展奖学金计划（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ＪＤＳ）： 日本政府从 ２０１９ 年起每年支持 ８ 名东帝汶青年政府官员前往日本攻读硕士学位，
为其提供改善公共行政和法律系统、 完善社会服务、 促进工农业发展、 改善城市交通与环境发展等课

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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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开展知识共同创造计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ＫＣＣＰ）。 ＫＣＣＰ 通过运用日本的知

识、 技能和发展经验， 促进伙伴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 解决其国家发展问题。 在东帝汶， 这一计划的

参与者主要是学习日本的技术知识与国家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 ＫＣＣＰ 的参与者范围从最初的国家政

府、 地方政府逐渐扩展至大学、 企业与非政府机构等。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共有 ２ ２２３ 名东帝汶人参加

了日本这一计划。［２］

其三， 派遣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Ｊａｐａｎ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ＪＯＣＶｓ）深入东帝汶当地进

行“现场教学”。 结合东帝汶的教育实际， ＪＩＣＡ 派往东帝汶的志愿者主要在当地开展小学教育、 环境与

健康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 ＪＯＣＶｓ 通过开展教育活动， 在促进当地人自力更生（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ｔ）能力提升的

同时， 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 正如一名日本大学生志愿者所述： “我不仅与当地人分享我的知识， 还

与他们一起学习。 我们志愿者与当地人一起工作与学习， 讲当地的语言， 与社区融为一体。” ［２］

二、 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价值取向

在国际政治的具体实践中， 国家对外援助往往综合考虑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因素与理想主义的

道义因素， 而对外援助的这种双重属性在国际教育援助中尤为凸显。 在官方发展援助宗旨的指导下，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 也体现了对东帝汶国家利益的关切。 与此同

时， 日本在对东帝汶开展教育援助时也将其外溢性影响———尤其是经济利益纳入考量范围。
（一）政治需要取向： 服务于日本国家战略， 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国际教育援助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行为， 除了教育行为本身具有的知识性与学术性之外， 还兼

具政治倾向性， 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作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组成部

分， 同样要契合国家政治需要， 服务于日本的国家战略。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

本逐渐开始追随与世界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地位， 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对东帝汶开展教育援助成为日本塑造政治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 究其原因， 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国际教育援助的工具价值。 国际教育援助内含的彰显国家实力、 塑造国际大国形象的作用是援

助国开展援助工作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教育援助过程中， 教育综合援助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等要素， 以

一种隐而不显的方式展示国力， 塑造国家形象。 日本通过“帮扶”“合作”等软性的方式对东帝汶开展教

育援助， 以树立其承担国际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 增强其国际威望。 其二是东帝汶所处地理位置的地

缘关系及东帝汶和日本的历史渊源。 一方面，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东帝汶地处的东南亚地区成为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 另一方面， 日本作为东帝汶曾经的宗主国， 在对东帝

汶进行援助时需关注既定的历史， 选择以特殊的领域推进相关援助工作。 教育援助相较经济援助等直

接的援助方式具有非营利性、 公益性的特点， 日本将教育文化领域作为对东帝汶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殖民时代”演化的后续效应。

（二）国际道义取向： 消减贫困， 提高受援国贫困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行能力

贫困问题与教育有着深层联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
在 １９９７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中首次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５］， 认为教

育落后及其导致的人力资源匮乏以及知识资本化水平低下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关键原因。 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也指出， 要确保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 土著居民和弱势群体儿童）平等获得各级教育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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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机会， 到 ２０３０ 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６］ 贫困原本是一个经济问题， 是指物质贫困，
而与经济贫困相对的、 因无法享受充分的教育致使个人自身能力缺失， 进而导致的被剥夺状态是更为

深层次的人文贫困。 开展教育援助是提高陷入被剥夺状态的贫困群体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行能力（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的重要方式， 也是日本履行援助大国的社会责任和承担国际道义的体现。 在日本 ２００３ 年修订的

《官方发展援助宪章》（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中， “减少贫困”成为四大援助优先项之一，
而教育是实现有效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７］

就东帝汶的实际而言， 作为 ２１ 世纪第一个成立的冲突后国家， 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８］， 其在

独立之初面临着经济上的极端贫困与教育上的极度落后。 一是经济上贫困。 近 ４２％的人口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二是教育基础设施残缺。 ８５％以上的教育基础设施在独立抗争进程中被摧毁［９］， 仅存的校舍也

缺乏卫生间、 水箱等配套的基础卫生设施。 三是师资力量薄弱。 独立之前东帝汶的师资队伍主要由来

自殖民国家的教师组成； 独立之后， 大多数外国教师也随之撤走， 师资流失严重。 四是国民受教育水

平低。 许多东帝汶人未接受基础教育， 只有 ２０％的学龄前儿童入学， 约 ７０％的一年级学生没有达到基

本的学习要求， 近 ３７％的农村青年与 ６％的城市青年为文盲。［１０］

因此， 独立伊始的东帝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 担负着经济上恢复与教育上重建的艰巨任

务，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 对于百废待兴的东帝汶来说， 其已有资源与具备的

能力尚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的需求。 而长期以来， 教育一直被认为在增强社会凝聚力、 促进经济复苏

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由此， 接受国际社会的支援， 尤其是国际教育援助， 成为东帝汶

尽快让贫困群体脱离被剥夺状态， 进而促进整个国家恢复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经济发展取向：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维持日本经济贸易的繁荣稳定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服务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国家利益的同时， 也将国际教育援助的外溢

性影响纳入考量范围， 尤其是经济利益。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经济上体现出以拓展外部发展空

间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 从而维持日本经济贸易繁荣稳定的经济利益取向。
一方面是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东南亚地区作为 ２１ 世纪的一个增长中心， 成为投资和贸易的理想合

作伙伴。 日本希望在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利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来振兴

自己的经济。［１１］而东帝汶政府欢迎外国直接投资， 并向包括农业和旅游业在内的非石油工业提供税收优

惠的政策环境成为进一步推动日本对东帝汶援助行为的重要因素。［１２］另一方面是维持日本经济贸易的繁

荣稳定。 在经济关系中， 东帝汶是日本液化天然气的重要供应国， 东帝汶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否对日本

的能源安全非常重要， 东帝汶的能源供给量牵制着日本工业的可持续发展。［１３］ 因此， 日本在东帝汶匮

乏、 脆弱的教育领域提供帮扶， 作为受援国的东帝汶持续不断向日本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也就愈发顺

理成章了。 以获得稳定能源供应、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 从而促进日本经济繁荣稳定发展的利益取向与

日本对外官方发展援助政策中“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从而帮助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与繁荣”的
宗旨高度吻合。

三、 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实施效果

２１ 世纪以来， 日本对东帝汶开展了丰富的教育援助实践， 促进了其教育质量与教育发展水平的整

体提高， 援助取得良好成效。 然而， 纵观长期的援助实践， 日本教育援助在促进东帝汶教育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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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 存在着援助区域分布不均衡、 教育援助占比低、 援助优先事项错位、 援助合力有限等问题。
（一）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实践的成效

日本一直以“支持东帝汶的自主努力， 尊重东帝汶的国家主事权（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优先援助东帝汶国家

发展战略”为理念开展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 对东帝汶教育系统的重建、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 研究显示， 在“日本对东帝汶发展援助效果”的问卷调查中， １０３ 名被调查者中有 ７０ 名被

调查者认为学校建设十分有用， 超过半数认为女性教育、 派遣专家进行职业培训对当地教育与经济的

发展帮助甚大。［１４］援建校舍的服务型援助、 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的资源建设型援助以其外显性强、
见效快、 受众面广的特点， 受到东帝汶当地人的欢迎。

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和东帝汶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东帝汶教育系统的恢复与发展成效明显。
一是学校教育基础设施逐渐完善。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东帝汶实际可使用的学校共有 １ ８３４ 间。 其中， 中学

有 １５５ 间， 小学有 １ ２８４ 间， 幼儿园有 ３９５ 间。 二是入学率大幅提升， 受教育机会扩大。 学前教育入学

率约为 ２５％， 小学总入学率为 １０７． ８３％， 初中入学率约为 ９６％， 高中入学率约为 ７８％。 三是师资队伍

扩大。 教师人数共有 １４ ３６５ 人， 生师比达 ２７∶１。［１５］东帝汶人认为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解决了国家独立

后教育基础设施恢复与重建的紧迫问题， 提高了东帝汶的人类发展指数①， 东帝汶经济发展的车轮也重

新转动了起来， 给东帝汶人民带来幸福。［１６］１８３

（二）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存在的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 在援助行为与援助效果上也存

在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援助的区域分布不均、 教育援助资金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占比低、
援助优先事项错位以及援助合力有限四个方面。

１． 教育援助地区分布不均衡， 存在明显的地域倾向性

综观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实践， 可看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是援助地区分布不均衡， 表现出明显

的区域倾向性特征。 无论是从援助层次还是援助领域来看， 援助内容都不约而同地集中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 比如首都帝力与第二大城市包考（Ｂａｕｃａｕ）， 发展水平低下的偏远地区甚至没有机会接受

援助。
一方面， 教育援助项目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帝力与包考集聚了较大部分的援助项目。 东帝汶共有

１３ 个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在日本向东帝汶提供的 １１３ 个“基层人类安全无偿援助项目” （Ｇｒａ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ＧＧＰ）②中， 帝力与包考两个区就占据了约 ４０％的项目； 在为数

不多的 ３６③ 个教育援助项目中， 在帝力与包考实施的项目高达 ２０ 个， 占总教育援助项目的一半以

上。［１７］另一方面， 日本派遣海外合作志愿者的服务区域分布不均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日本派遣至东

帝汶的海外合作志愿者共有 １００ 人， 其中到帝力的志愿者占了 ７１％， 到帝力和包考的志愿者占据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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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类发展指数（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ｄｅｘ）以“预期寿命、 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三项为基础变量， 用来衡量国家人类

发展水平。
ＧＧＰ 项目主要是重修或新建基础设施， 提供设备， 必要时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主要包括教

育（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 特殊教育、 包容性教育中心建设等）、 健康、 水和卫生三

个领域。
这里的 ３６ 个教育援助项目指 ＧＧＰ 项目中与教育相关的项目数量。



的 ８０％以上， 其他几个区总和仅占 ２０％左右。①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更好地吸纳国际社会给予的援

助， 将接受到的援助迅速转化为效益。 然而， 对于发展水平低、 经济较为落后的偏远地区来说， 接受

援助的需求显然更为迫切。 事实上， 教育水平、 人力资本与经济贫困有极高的相关性， 教育落后及其

导致的人力资源匮乏以及知识资本化水平低下， 是导致经济落后的关键原因。 因此， 集中于发展水平

较高的区域援助在带来切实、 快速可见效益的同时， 潜藏着增加教育不公平现象、 加剧区域发展不均

衡的危机， 易催生马太效应。
２． 教育援助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占比低， 援助资金使用低效

实现精准、 有效的援助， 使得有限援助资金效益最大化理应成为施援与受援双方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 然而， 在具体的实践中，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存在偏移，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教育援助资金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占比低。 在日本对东帝汶的官方发展援助中， 教育并非作

为单独的援助领域被列入国家援助政策， 而是将其附于社会基础设施领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公布的国家发展统计数据表明， 除 ２００５ 年东帝汶陷入国家危机的特殊情况外， 日本对东帝汶

教育援助的资金在其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中的占比一般不高于 ３５％， 而教育援助金额占总发展援助金额

的比例更是长期低于 １０％， 用于教育领域的资金十分有限， 详见图 １。

图 １　 日本对东帝汶的援助金额分布（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ＯＥＣＤ 的 ＱＷＩＤＳ 数据库中相关数据编制而成， 参见： ＯＥＣＤ． ＱＷＩＤ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 １０－ 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ｑｗｉｄｓ ／ ．

　 　 其二是与教育相关的援助项目在总援助项目中占比低， 且多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ＡＴＰ 数据

显示， 在日本政府与 ＪＩＣＡ 对东帝汶开展的 ２３４ 个项目中， 与教育相关的项目仅有 ２８ 个， 仅占所有项目

的 １６％， 人力、 财力、 物力更多地集中于修建道路等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详见图 ２）。 在日本

对东帝汶“协助重建经济增长基础进程”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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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整理自 ＪＩＣＡ 与东帝汶的教育合作宣传册， 参见： Ｊ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０５－０１）
［２０２０－ １０ － ２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ｅａｓｔｔｉｍｏ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ｏｆｆｉｃｅ ／ ｏｔｈｅｒｓ ／ ｃ８ｈ０ｖｍ００００９６６ｙ５ｏ － ａｔｔ ／ ｂｒｏｃｈｕｒｅ ＿ ｅｎ．
ｐｄ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基本援助政策指导下， 仅有的教育援助项目也多以建设学校教育基础设施

为重点， 极少有项目聚焦于师资培养、 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 从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长期实践中

能够发现， 重建或修复校舍备受青睐。 究其根本， 追求直接可见的成效是这一趋向的直接诱因。

图 ２　 日本对东帝汶援助项目（领域， 项目数量）对比图

资料来源： 根据东帝汶援助透明度门户的教育援助活动分类整理编制而成， 参见： ＡＴＰ．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９－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ａｉｄ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ｇｏｖ． ｔｌ ／ ｐｏｒｔａｌ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其三是教育援助经费使用低效。 除援建教育基础设施外，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主要依托技术

合作的形式开展。 技术合作主要包括培训相关人员、 派遣专家与志愿者、 培训研究团队和提供设备等，
主导方在日本。 实质上， 技术合作形式的教育援助资金多用于支付培训人员与研究团队、 派遣专家与

购买日本设备等产生的费用， 大部分资金都流回了日本， 实际用于东帝汶当地的教育援助资金十分有

限。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 ＪＩＣＡ 向东帝汶提供的技术合作支出金额累计约 １５１􀆰 １８ 亿美元。［１８］其中， 用于培

训相关人员和研究团队、 派遣专家的经费就占据了总支出的 ８５％以上， 而用于提供设备及派遣志愿者

等方面的费用仅占少部分（详见表 １）。 正如东帝汶发展分析研究所工作人员所言： “东帝汶接受援助的

大部分资金用于援助国或援助组织， 而不是东帝汶人民。 援助者带来了自己的专家、 顾问及进口设备，

而大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国际专家或顾问的工资以及进口物资的采购与管理。” ［１６］９４

表 １　 ＪＩＣＡ 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技术合作支出信息（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

技术合作的资金支出领域 人数 ／人 支出金额 ／亿美元 占总支出比例

培训参加人员 ２ ４５０ ２１􀆰 ０９６ １７ １３􀆰 ９５％

专家 １ ３６３ ６７􀆰 ６６５ １４ ４４􀆰 ７６％

研究团队 ９４４ ３９􀆰 ８４７ ９７ ２６􀆰 ３６％

提供设备 ／ ３􀆰 ９０６ ８８ ２􀆰 ５９％

派遣海外志愿者 １１６ ８􀆰 ２２８ ２３ ５􀆰 ４４％

其他 ／ １０􀆰 ４３４ ９７ ６􀆰 ９０％

总计 ４ ８６３ １５１􀆰 １７９ ３６ 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ＪＩＣＡ２０２０ 年度报告数据册相关数据编制而成， 参见： ＪＩＣＡ．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２０２０［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１－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ｎｕａｌ ／ ２０２０ ／ ｃ８ｈ０ｖｍ００００ｆｃ７ｑ２ｂ－ａｔｔ ／ ２０２０＿ ｄ０２．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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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援助优先事项错位， 援助精准度不足

援助行为是援助国的援助理念具化于受援国实际的外化表现， 不可避免地带有战略工具性。 而无

论外国援助行为者是否出于自身利益行事， 他们往往没有遵循东帝汶政府确定的发展优先事项， 有些

项目甚至绕过了国家政府或地方政策的要求。［１６］９８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受援国在确定优先发展事项时多是

基于长期性、 可持续性的考虑， 而援助国大多数项目的选择与设计是基于本国设立的对外优先援助领

域， 呈现出短期性、 收益直接可见性的实用主义倾向。 援助优先事项的错位直接导致援助精准度不足，
致使援助效果有限。

２００８ 年， 东帝汶教育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ｏｒ －Ｌｅｓｔｅ）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明确提出， 教育改革以“质量为先、 促进教育区域性公平、 保障平等受教育机会、 关注

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相关性、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育决策”为基本原则， 并提出东帝汶教育发展的两大长

期优先事项。 其一是教育系统的改革， 力求提高教育质量并确保所有东帝汶公民可以平等地接受各级

教育； 其二是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达到“分散教育服务（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建立区域

性监督系统与界定学校督导的作用、 制定新的教师培训政策和提高教育行政与管理质量”四项目标。［１９］

２０１１ 年， 东帝汶教育部颁布的《国民教育战略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ＮＥＳＰ）也指出， 未来东帝汶教育发展将延续这两大优先事项。 ２０１２ 年， 日本政府制定了对东帝汶的国

家援助政策， 并确定了“促进经济活动的基础、 农业和农村发展、 政府与公共部门的能力发展”三大优

先援助领域。［１３］此三大优先领域在教育上表现为援建教育基础设施、 通过培训与指导加强人力资源建

设、 协助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能力培养。
然而， 从 ２０１２ 年后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实践中不难发现： 第一， 在援助内容上， 日本对东帝

汶的教育援助仍集中于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 在援助区域上， 仍倾向于帝力与包考等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 第三， 在人力资源的培养上仍注重工农业、 渔业等经济领域， 鲜有对学校师资队伍的培

训与指导。 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内容的结构性失调与援助区域集中化的援助实践明显与东帝汶教育

发展追求质量、 公平、 区域均衡化发展、 师资水平提高等目标不相匹配。 究其根本原因， 是因为援助

国的援助行为与受援国发展需要彼此之间内在驱动力不一致导致的援助优先事项的错位， 不一致的施

力方向导致援助精准度不足， 援助效果也极为有限。
４． 教育援助项目关联性弱， 援助合力有限

聚焦到微观的教育援助项目上，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呈现碎片化与关联性弱的态势。 援助项

目本质上是临时的或短期的， 并根据预定的时间、 成本和质量要求交付特定的有形产出。 日本对东帝

汶的教育援助项目多是单一且独立的， 这些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关联度、 单个项目与日本政府的整体努

力以及教育援助总体预期目标的达成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 也没有明确体现在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

助政策中。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多是以项目支持（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的方式推进。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 在所有

教育援助项目中， 长期推行与分期推行的项目仅有 ４ 个①， 其余项目多是独立、 短期的项目， 项目与项

目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 单个援助项目的具体实践效果也许比较明显直观， 但缺乏系统性的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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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经过系统设计后的具有整合性、 长期性的项目来说， 其能够获得的效益明显有限。 而援助项目的

分散化与碎片化使得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在广度、 深度和实效性上都有待提升， 难以发挥项目之

间的协同效应。 此外， 日本在设计各类不同方式的援助项目时， 将援助项目放在教育援助总体框架下

审视的意识较弱。 技术合作、 日元贷款、 无偿援助、 派遣海外志愿者等是日本对东帝汶教育援助的主

要方式， 而以这些方式为主的项目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仅能发挥项目的局部效应， 致使教育援助

合力十分有限。

四、 结语

东帝汶独立近 ２０ 年来， 在国家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家

发展的列车从“恢复重建”驶入“质量发展”轨道。 毫无疑问， 这一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援助。 日本作

为东帝汶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在促进东帝汶国民教育整体水平、 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国家的和平与

安全建设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诚如日本学者所说， 日本在东帝汶的角色就像是一个促进发展、
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伙伴。［１４］然而， 从东帝汶的教育发展目标与日本援助理念的角度来审视其教育援助

实践，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不可避免的援助理念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未来， 如何在发展目标与援助

理念的指导下， 解决既存问题？ 如何以发展需求为导向， 提高援助有效性？ 如何进一步推进高质量的

教育合作， 实现双向共赢？ 这些都是日本与东帝汶两国政府需进一步磋商与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第一个与东帝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建交以来， 中国与东帝汶双边关系发展顺利， 高层

交往不断， 教育合作日益增加。 中国也通过援建教育基础设施、 接受东帝汶学生来华学习汉语课程、
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 面向政府官员与技术人员开展专业培训等方式协助推动东帝汶教

育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面临着新形势： 一是东帝汶作为大国力量（主要为

澳大利亚、 日本、 美国、 中国）博弈的主要地区之一， 各国对东帝汶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援助

竞争”态势； 二是中国与东帝汶的教育援助结构从纵向关系转向横向关系， 即从纵向的援助者与受援者

转向横向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利益相关者；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切实落实与《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教育 ２０３０ 年行动框架》等目标的实现对中国的国际教育援助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 中

国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既要规避“他国覆辙”， 也要吸取经验教训； 结合东帝汶的教育实际与中国智慧，
进一步深化“授人以渔”援助理念： 一方面做好人力资源开发与建设工作， 为东帝汶教育发展储备智力

资源； 另一方面推进“受援方自建”模式， 重视东帝汶政府的主体性、 支撑性与落地性。 此外， “成长”
是接受援助的一种“退出”策略。 东帝汶若想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对援助本身的依赖性， 应增强本国自主

发展能力， 在援助实践中逐步增强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政策、 程序、 经验的能力， 争取早日从

受援行业“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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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ＭＯＦＡ． Ｊａｐａｎ􀆳ｓ ＯＤ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０３ Ｐａｒｔ １：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ＤＡ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３－０８－２９）

［２０１９－１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ｄａ ／ ｗｈｉｔｅ ／ ２００３ ／ ｐａｒｔ１＿ ２． ｈｔｍｌ＃ｓｅｃｔ１．

［８］ ＵＮ．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ＤＣ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ｄｐａｄ ／ 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ｄ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ｌｄｃ－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ｈｔｍｌ．

［９］ Ｊｕｄｅ Ｂｕｔ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ｔａｔｅ［Ｍ］．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ｓｅｎｓｅ， ２０１５：

２８．

［１０］ ＵＮＩＣＦ．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１－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ｃｅｆ． ｏｒｇ ／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ＭＯＦ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０－１５）［２０１９－１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５５８０１． ｐｄｆ．

［１２］ Ｇ７ｐｌ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２３］． ｈｔｔｐ： ／ ／ ｇ７ｐｌｕｓ． ｏｒｇ ／ ｗｈｏ－ｗｅ－ａｒｅ ／ ｍｅｍｂ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 ．

［１３］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２－０４－１２）［２０１９－１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ｅｍｂ－ｊａｐａｎ． ｇｏ． ｊｐ ／ ｃａｐ＿ ｅ． ｈｔｍ．

［１４］ Ｋａｔｓｕｍｉ Ｉｓｈｉｚｕｋａ， Ｌｌｏｙ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ｙｏ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８（６）： １１９－１３２．

［１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１－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ｔｌ ／ ｐｔ ／ ｅｍｉｓ ／ ｄａｄｏ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ｏ．

［１６］ Ａｒｉｅ Ｋｕｓｕｍａ Ｐａｋｓｉ．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Ｊａｕｍｅ Ｉ， ２０１３．

［１７］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ＧＧＰ ２０１８［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５－２１）［２０１９－１０－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ｅｍｂ

－ｊａｐａｎ． ｇｏ． 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５１７９４２． ｐｄｆ．

［１８］ ＪＩＣＡ． Ｄａｔａ Ｂｏｏｋ ２０２０［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９－１６） ［２０２０－０１－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ｎｕａｌ ／ ２０２０ ／

ｃ８ｈ０ｖｍ００００ｆｃ７ｑ２ｂ－ａｔｔ ／ ２０２０＿ ｄ０２． ｐｄｆ．

［１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１－０８－１１） ［２０１９－１１－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ｔｌ ／ ｐｄｆ ／ ＮＥＳＰ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ｐｄｆ．

（责任编辑　 于小艳）

·２５·

日本对东帝汶的教育援助： 实践类型、 价值取向与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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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２４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６， ２０２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４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 Ｃ． Ｓｐｉｖａｋ􀆳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ＹＵ Ｊｉａｑｉ）

Ｐａｇｅ ３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ｐｉｖａｋ􀆳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Ｉｎ ｈｅ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ａｓ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ｗｈｏ ｈａｓ ｎｏ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ｗｈｏ ｉｓ ｃｕｔ 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ｈａｓ ｄｕ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ｐｉｖａ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Ｇｒａｍｓｃ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ｆｔ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 “ ｔｈ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ｅ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ｏｎ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ｏｎｏｒ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ｎｅｗ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ａｐｏｒｉａ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ｅｅ ｗｈｏ ｉｓ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ｔｅｘｔ．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ｖａｋ ｈａ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ｕｓｅ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ｘｔｒ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ｉｖａｋ；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ｓｕｂａｌｔｅｒ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ｓ 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ｉ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ＨＥ Ｙｏｎｇｘｕａｎ ＆ ＭＡ Ｚａｏｍｉｎｇ ＆ ＺＨＵＯ Ｚｅｌｉｎ）

Ｐａｇｅ ４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ｏｎｏｒ ｔｏ ｉｔ．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ｉ． 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ｉｄ， ａｉｄ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ｉｄ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ｉ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ｔｏ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ｓ ａｉ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ｎ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ｄ ａｍ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ｌｏｗ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ｉｎ ＯＤＡ，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ｉｄ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Ｈｏｗ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ｗｉｎ － ｗ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 Ｔｉｍｏｒ－Ｌｅｓ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９ （ＳＨＡＮＧ Ｌｉｈａｏ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ｙｕｎ）

Ｐａｇｅ ５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ｙ ｔｅｘｔ－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１９， ａｓ ａ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ｔｏｏｌ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ｕ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 ａｌ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Ｖｉｖｏ １１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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